





































































































































































































































































既 然 戏 剧 的 文 学 性 并 不 取 决 于 它 的 摹 仿 媒
介——语言和人体，而是体现在它的摹仿对象和方
式——行动及行动的整一性上面，那么剧场演出阶
段的戏剧仍属于广义的叙事文学范畴。只是戏剧的
艺术性何在？尤其当黑格尔排除了外在物质材料之
于戏剧的价值，认定了剧诗的纯观念性质后。我以
为，戏剧的艺术性同其他叙事类体裁的艺术性并无
二致——除了动人心灵的情节动作和角色性格之
外，很难想象一部剧作会因为语言的诗意和舞蹈的
优美而为自己赢得艺术性的声誉。戏剧的生命在于
行动而非造型，而行动的生命在于真实而非形式。
虽然戏剧（话剧）以语言为媒介，然而该语言却
是观念的语言而非物质的语言，是叙事的语言而非
抒情的语言，是行动的语言而非描绘的语言，是语言
消失的语言而非语言凸显的语言。剧场阶段的媒
介——演员的形体亦是同理。当语言 （包括演员形
体）只是摹仿的载体和再现行动的工具时，剧作家的
创造性就不是体现在形式层面，而是体现在创作并
结构故事的能力上面。如此方可解释话剧在以语言
为媒介的剧本阶段和以演员形体为媒介的剧场阶
段，所具有的一贯的行动性品格，以及京剧尽管有着
悠久的文人参与的历史却改变不了它的文学性不足
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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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学史上，侠女形象第一次大量出现并
且绽放异彩是在唐朝。到了明清，侠女形象又再度兴
盛起来，文人掀起改编唐侠女作品的热潮。从作品数
量看，明清戏曲小说关于唐侠女形象的改编作品至
少在二十五篇之上。从作家数量看，据不完全统计，
有近二十位作家对唐侠女形象进行过改编。其中既
有著名文人学者，如蒲松龄、王士禛、王夫之等；也有
名不见经传的作者如写《卫女》之汤用中。从文体来
看，明清时期各种叙事文学样式都有以唐侠女为原
型的改编之作，白话小说如《蔡瑞虹忍辱报仇》、《侯
官县烈女歼仇》、《李公佐巧解梦中言 谢小娥智擒
船上盗》、《二奇合传》第八回《谢小娥智擒群盗》等；
文言小说如明冯梦龙《情史》中的《申屠氏》、《红拂
妓》、《荆十三娘》，蒲松龄的《侠女》、《庚娘》、《商三
官》；戏曲明杂剧如凌濛初的《北红拂》、冯梦龙的《女
丈夫》、明传奇如张凤翼的《红拂记》以及清杂剧如王
夫之的《龙舟会》、尤侗的《黑白卫》等，均为有关唐传
奇的改编作品。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一向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
纵览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无论诗歌、散文，还是小说、
戏曲，都不同程度地体现着教化的意图。教化思想深
深扎根于古代文人、学者的心灵深处。随着封建礼教
意识的逐步强化，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最后时期
的明清时代，是推进儒家文化最成熟的时期。明清统
治者注重文学教化手段，以程朱理学作为控制国人
的根本思想。明代统治者独尊朱熹学说，明确钦定以
伦理纲常为根本特点的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哲学，为
封建专制制度的合理性、永恒性寻找理论依据。清统
治者在统治思想方面与明代一脉相承，竭力推行教
化观念。康熙在《学校论》中谈道，治天下之道“尚教
化以先之”。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明清两代都大肆倡
导女教，女教即妇教——要求妇女必须遵守的行为
道德规范。明太祖就命儒臣修《女戒》，而后永乐、洪
熙、宣德诸朝都非常重视弘扬女教。各级地方政府都
积极地向朝廷呈报本地女子的奇节异行，大树贞节
牌坊，当作美德大肆宣扬。在这种社会环境熏陶下，
文人形成了强烈的教化心理，就成为传播与实践教
化思想的主力军。理想型侠女嬗变模式以“慧眼+妇
明清文人心态与唐侠女形象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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